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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的《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刊物，其创办至今始终随着国际学术潮
流而与时俱进，40多年来在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著名华裔学者黄宗智是《近代中国》的创刊
编辑以及核心创办者，他的编撰方针、学术理念及其个人化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在该刊的主题与内容上具有鲜
明的体现，并影响着期刊主题的流变。在对旧的中国研究的反思中，黄宗智摒弃旧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
理论框架，立足中国的实践并追求二元联系与二元结合的新观点，为未来中国研究指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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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中国学( China

Studies) 为适应各个学术领域的政治和经济的现
实需要，在研究人员、学院建制以及学术平台等方
面蓬勃发展，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社会科学
主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
等领域进行综合研究［1］。在区域研究的学术建
制中，学术期刊的创建是学科发展渐趋成熟的标
志，《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1975) 在此背景下
应运而生，成为英语世界具有学术风向标意义的
权威刊物。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 ( Philip
C．C．Huang，1940—) 是《近代中国》的创办者，他
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于华盛顿大
学，后来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 UCLA)

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 ( 1986—
1995) ，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直至 2004 年光荣
退休，2012 年始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
教授。

因研究历史与社会科学而闻名的国际性杂志
《近代中国》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收录，在
区域研究期刊中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从 1975
年创刊至今，该刊已经出版 40 多卷，刊载了约
800篇文章。在这 40多年里，《近代中国》一直是
研究 19 世纪晚期中国、20 世纪中国以及现代中
国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通
常基于新的研究，或专门针对新解释、新问题和对
旧问题的新答案的研究而提供学术思想。《近代
中国》鼓励跨越陈旧的“前现代 /现代”以及“现
代 /当代”的界限来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内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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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科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各个领
域，刊发的论文来自英语国家、欧洲国家、中国大
陆与港台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中国学研究
者，其编委包括美、澳、日、德、中、英以及加拿大等
国家的学者，刊物品牌在西方学界具有良好的口
碑［2］。黄宗智担任《近代中国》的创刊编辑至今，
对于该刊物的影响有迹可循，他在此刊上发表过
多篇重要论文; 主导并组织展开过多次影响很大
的学术讨论，讨论的成果后来刊登于该杂志，形成
了影响深远的学术热潮。虽然《近代中国》发表
的论文涉及较多领域，但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学和
历史学，而这也是黄宗智的主要研究领域。该刊
在论文的选取以及问题的探讨上常常与时俱进，
不断更新理念和思想，在理念和内容方面呈现出
鲜明的多样性变化，而这又与黄宗智的研究方向
和理念的转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探究
黄宗智的个人学术研究与《近代中国》的发展及
其转变，小而言之，有助于发现这一刊物发展流变
的脉络，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而言
之，可以发掘黄宗智个人对该刊物的影响与贡献，
并从整体上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整体转型与发
展。总之，本论文围绕学者、刊物、学科三者的学
术关系，展现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据笔者对中外文献的查阅，目前国内学界尚
无关于《近代中国》专门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据
中国知网刊载，国内学者关于黄宗智学术思想研
究的论文多达 160 余篇，探讨其社会学、历史学、
法学、经济学观点，对其思想进行质疑、解读与对
话，由此可见黄宗智本人的学术思想在国际学术
界的广泛影响。黄宗智虽然主要用英语写作，但
很多个人论著也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因此本
文基于其中的英文论著，结合《近代中国》的主要
论文，从办刊理念、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革新三方
面来分析黄宗智与《近代中国》的中国研究的内
在联系。

一、《近代中国》的办刊理念

作为冷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区域研究的产物，
《近代中国》自 1975 年创刊开始，就不断刊载关
于中国研究各个领域、学科的研究成果，其办刊理
念和内容伴随西方学界的关注重心以及中国现实

社会的变化而始终处于流变之中。
《近代中国》自创刊肇始，创办者具有明确的

办刊理念，即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一个论坛与平台
来审视过去的成果，并提出新的问题、拓展新的领
域。《近代中国》的编委在第二期明确指出该刊
的书写政策( stylistic policies) 有三个背离传统的
做法: “《近代中国》的书写政策在三个方面背离
传统的做法:一是期刊的样式要求使用拼音系统
来音译中文术语和专有名称，但知名人士和普通
地名除外;二是要求投稿人不要使用以男性为导
向的语言，即用男性词语来指代性别模糊的人群;
三是本刊用 China指‘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避免使用‘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或
‘中国大陆’等词语; 当有具体指称对象的时候避
免使用‘the Ｒeds’‘the Communists’‘the Chinese’
等模糊的术语。‘Communists’一词仅适用于党
员。”［3］通过这一书写政策的说明，可以看出《近
代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的带有意识形态对立
的西方中国学研究进行了区分，避免使用具有意
识形态敏感性甚至带有偏见的批判表述来审视中
国，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奠定了《近代中国》办刊
理念的基础，因此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历
史与政治的成见，从新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
《近代中国》1976年第二期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所
展开的专题讨论会的序言部分，黄宗智提出:
“《近代中国》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提供一个论
坛，以对我们的领域进行重要的重新评估，以敦促
我们的专业人士总结所做的事情，重新审视过去
的假设，并提出新的问题。”［4］可见，其办刊理念
是不断反思旧的中国研究，并不断推陈出新，从而
提出新的问题。这一理念在刊载的论文选题以及
问题讨论上都有体现。比如，在 1976 年第四期主
要就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讨论，在编者
按部分，黄宗智提出: “我们希望这次交流和随后
进行的其他交流将有助于我们的专业人士重新审
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希望这次座
谈会能够在没有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
的阴谋论和严格的反共主义的重负下进行。”［5］

主编力图以期刊为中心尽可能排除学术研究之外
的政治干预，保持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科学的学
术氛围，确立严肃、纯粹的学术准则。

在《近代中国》办刊初期，以黄宗智为首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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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成员，力图克服过去中国研究中所带有的偏见
与偏执，曾多次研讨新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并反复
强调需要克服过去中国学研究的观念成见，从而
使该刊物的视野走向更为开阔的思想空间。不仅
能在新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以及文化潮流中通
过反思过去的成果而发现新的问题，还引入西方
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以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力
图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
1977年的“编者按”部分，黄宗智进一步提出: “从
本期《近代中国》，我们希望在每期中都刊登一篇
或多篇有关于中国或日本学术研究方面的文章。
我们希望以哪怕微不足道的方式为克服过去我们
领域的偏执主义做出贡献。就像这里的论文一
样，这些论文应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 和日本) 学
者的激烈争论，并指出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
中获得新知。同时，毫无疑问，我们还将了解他们
研究的局限性，以及西方学者在其中做出独特的
贡献。我想借此机会邀请该领域的同事发表此类
文章。”［6］之后，《近代中国》刊登了许多中日学术
研究的讨论成果。该刊物一方面引导学者反思西
方自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界进行交流，发
现自身研究的独特性。《近代中国》作者主体的
理论基础和基本立场处于西方学界，他们以审视
他者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以中国为对象和客体，自
身占据主体地位并反思自身，通过一次次研讨来
发掘过往在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对
中国研究范式问题的研讨，对中国革命研究的讨
论，对中国法律、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与中
国学者展开关于国家本质的对话。同时，《近代
中国》也在自身的立场上将眼界不断拓宽，力求
克服过去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偏见，寻求一种
更适应当下、更贴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又表达西
方理论的研究方法。

总之，虽然《近代中国》历经不同时段、不同
语境，其办刊理念随着研究的问题在发生转变，但
其所固守的理念是对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反思以及
应对新时代关于中国新问题的发现。从期刊的序
言部分可以看到黄宗智代表《近代中国》阐述刊
物发展的基本理念，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与《近代
中国》办刊理念的发展流变基本上是同步合
调的。

二、《近代中国》与中国范式问题的
反思

《近代中国》严格遵循办刊理念刊载论文。
在上文已经提到，黄宗智本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近代中国》刊载这两个领
域的文章也最多，可见黄宗智个人的研究方向与
刊物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内容选择上对这些学
科和领域更为重视。当然，随着办刊理念的转变，
针对新时代新形势的变化，学界所研究和讨论的
内容实际上也在与时俱进，从而展现了许多新的
观点、方法和思想。

纵观《近代中国》所刊载的论文及其研究主
题，可以发现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在不断更新和
拓展。创刊早期很多论文，尤其在不少关于马克
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中，集中探讨中国早
期革命以及政党等内容，可见当时西方学者的研
究基于国际社会的研究热潮，主要研究社会主义
形态的中国及其意识形态，这其实与当时国际冷
战形势以及中国本身的制度有关。而这时西方学
者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和深刻，大多着眼于
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要就中国的政治形态以及
发展路线、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和分析。随着世
界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转型发展，脱
胎于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研究逐渐变得丰富起来，
新的研究更贴近时事新变。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关
注的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发展变迁而非停留在过去
的历史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的领域逐
渐拓展，曾经以革命和意识形态研究居多，后来更
多涉及经济、法律、文学、文化等领域，并且随着新
的社会现象和学者群体的出现，又为中国研究带
来了新的内容和题材。譬如城市化和城乡间的移
民问题就是新时代的研究产物。另外，对旧问题
的讨论也迈入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的主题，譬如
对农村妇女这一问题的研究等。
《近代中国》在刊载内容的选择上，既有对旧

问题的反思，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二者相辅相
成。黄宗智本人在《近代中国》出版至今这几十
年间，个人研究的领域也有所转变，从历史学、社
会学领域拓展到了法学、农业和乡村领域，伴随其
个人研究领域的变化，《近代中国》所刊载的相关
内容也随之有所增添，中国学者在此刊物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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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文也有所增长。《近代中国》作为学术对
话的平台，中西学界的交流在此汇聚，相比西方学
者对于中国的他者叙述，该刊物的中国研究在选
题、观念与方法上日益贴近中国语境本身。值得
一提的是，黄宗智曾主导了多次针对不同研究问
题的学术讨论，其成果大多发表在《近代中国》特
刊。下面笔者重点介绍关于中国范式研究问题的
讨论。
《近代中国》分五期分别就研究的问题和领

域刊载了相应的论文，时间跨度从 1991 年到
1998年①。《近代中国》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
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北美中国学
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1992 年 5 月 9 日，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举办了一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
题”的座谈会，会后重要学者的论文大多刊登在
《近代中国》，并且根据学科差异形成了关于这些
问题的专门讨论。以黄宗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
危机:社会和经济历史的悖论》开头，之后《近代
中国》分别在 1993年第一与第二期、1995 年第一
期以及 1998年第二期刊载了就不同领域针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论文，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研究范
式问题讨论的全部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的这些
学术讨论实际上也是顺应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
潮流，海外学界审视之前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
探寻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研究范式的讨论涉及多重领域。专题之
一是“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 社会经济史上的悖
论”( 1991． 3) (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专题之二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识
形态与理论: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 1993．1) ［7］

( Symposium: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I) ②。专题之三是“‘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在中国”( 1993． 2 ) ( Symposium: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 Paradig-
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II) ③。专题之四
是“中国革命再思考”( 1995．1) ( Symposium: Ｒe-
thinking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V) ④。专题之五是“现代中国
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1998． 2 ) ( Symposiu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Ｒe-
search: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V) ⑤。西方理论所建构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不能完
全适用于对中国的研究，因此，黄宗智提倡从中国
本身出发，通过实践或者经验，使作为研究客体的
“中国”在中国研究中具有主体性，基于中国本身
的特点建构研究范式，而不是单纯采用西方理论
视域的研究范式。

三、黄宗智对《近代中国》中国研究
方法论的推进

《近代中国》不断审视过去的研究、提出新问
题的办刊理念以及随之变化并体现出这一理念的
内容选择，实际上是期刊本身对理论反思的反映。
笔者在上述的讨论中已经提到黄宗智对于期刊理
念和内容选择的重要影响，可见他个人对于中国

97

①

②

③

④

⑤

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作为其代表之一的《近代中国》以及其主编黄宗智的研究自然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近代中国》中关
于中国研究范式问题的讨论也被国内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过来，于 2003年出版。然而本次出版并未全部收录《近代中国》对中国研究范式问题讨论
的论文，而是仅仅选取了其中的两个部分，国内学界对此次讨论的提及和关注也是宏观且有限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对此次讨论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并进一
步细化研究，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

参见如下论文: PEＲＲY LINK ．Ideology and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LIU KANG ．Politics，Critical Paradigms: Ｒe-
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ICHAEL S． DUK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Critical Paradigm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ZHANG Longxi ．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Theory，Politics，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参见如下论文: FＲEDEＲIC WAKEMAN，JＲ．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Ｒ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ILLIAM T．
ＲOWE．The Problem of“Civil Society”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ＲY BACKUS Ｒ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ＲICHAＲ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and Moral Community: A Ｒ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HEATH B． CHAMBEＲ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
ty in China．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 The Third Ｒ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参见如下论文: PHILIP C． C． HUANG． Ｒethinking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MAＲK SELDEN． Yan’an Communism Ｒeconsidered．
JOSEPH W． ESHEＲICK ．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 EDWAＲD BEＲENSON ． A Permanent Ｒ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PHILIP C． C．
HUANG． Ｒ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 Ｒ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Ｒealities from the Land Ｒeform to the Cultural Ｒevolution．

参见如下论文: PHILIP C． C． HUANG Introduction． PＲASENJIT DUAＲA ．Why Is History Antitheoretical? ALEXANDEＲ WOODSIDE． Ｒeconciling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y Worlds in an Era of Western Development Fatigue ( A Comment) ． JOSEPH W． ESHEＲ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FＲEDEＲIC
WAKEMAN，JＲ．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PHILIP C． C． HUA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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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论的反思和发展。一方面体现在《近代中
国》的内容上，另一方面又推动刊物的发展流变。
他个人的学术旨趣与期刊理论上的反思与发展具
有一致性。

( 一) 对过去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
《近代中国》创刊初始，黄宗智就在“编辑按”

中多次提到该刊的发展目的:反思过去的研究，提
出新的问题，并为这些内容建立一个交流和讨论
的平台，其所选择刊载的文章也有很多是反思过
去研究的成果。比如，1976年《近代中国》第三期
所刊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在西方———
一个批判性观点》［8］是文学领域的学者对西方过
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反思; 还有评论文章，比
如，1978年第二期所刊载的《历史、意识形态和外
交政策———西方近期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
些著作的评论》［9］，是对西方的一些论著进行的
反思和评论。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它们都对过
去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进行评价和分析，指出其中
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不时回顾西方的中国研
究，分析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现状。黄宗
智曾在《近代中国》上多次发表此类论文，如 1979
年第四期的《中国明清与近代史研究现状》［10］就
是反思和分析西方在对中国的明清与近代史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在
20世纪 90年代所组织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研究范
式的讨论，从社会经济史［11］和近代文学［12］等多
个角度反思存在于西方学界的关于中国研究的范
式问题，这不仅仅是黄宗智个人的反思，更多一流
的学者也参与进来，所讨论的领域不断扩大，同时
也吸引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其后，黄宗智以《近
代中国》为阵地，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反思性的学
术活动，重新思考和评论过去的研究。1995 年该
刊第一期专门针对中国革命重新思考，刊载了黄
宗智对这一问题的介绍［13］。其后他主要的学术
活动均是基于之前研究的反思从而向前推进。黄
宗智进一步推进了自身研究领域理论的反思，在
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
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14］，在之前研究的
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理论进一步省思。后
来，黄宗智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法律领域，又从新的
角度来批判过去美国中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近
些年，他增进了与国内学者和学界的对话，将研究

视野拓展到中国乡村领域，于 2001 年担任《中国
乡村研究》的创刊主编，提出从实践而不是从纯
粹的经验和理论来进行研究，他在 2010 年发表的
论文《超越左—右鸿沟:从实践史中寻求改革》［15］

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2012年，黄宗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

座教授，其学术身份越发具有中西融合的特色。
2016年，黄宗智在《近代中国》发表的《我们的问
题意识———美国中国研究的再思考》［16］一文，是
他在之前各个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对美国
过去的中国研究进行的批判性分析。黄宗智个人
在理论上的回顾与批判已经比较系统，其思想历
程整体的审视与总结在《近代中国》发表的数篇
论文上有着显著体现。黄宗智通过对美国战后三
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的分析，提出美国的中
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 “它们体现的是
一个特别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
都特别突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
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
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
使用的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
二元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问
题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不可
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17］156他认为，美国的中
国研究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这源于西方
的理论和问题意识，和中国的实际不符。他进一
步提出: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的问题意
识受到美国自身的问题多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影
响，被美国的政治—思想大环境，多于中国本身的
问题所塑造。它们反映的其实更多是关于美国的
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而不是关于中国主题的本
身。”［18］因此他所提炼出的美国中国研究中最核
心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理论和需求，
与中国本身实际存在着差别。学者明确了过往中
国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
探索未来中国研究的理论发展方向，然而光有理
论的指导，缺乏实际操作的方法，还是会使美国乃
至西方对中国的研究重复过去的问题和再次陷入
困境之中。近年来，黄宗智就在积极地探索和实
践进行中国研究的新方法。

( 二) 基于中国实践出发的研究
由于美国学界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轻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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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据，以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的两种理论传统，因此，为了突破这两种
理论传统的限制，黄宗智指出: “要同时摆脱新自
由主义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
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
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
视实践 /经验的弊端; 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
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
无实际根据的空谈。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
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
动……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
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 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
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最
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
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
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
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所以说，
我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
是具有一定前瞻性 /价值观念的。”［19］72－73根据黄
宗智的观点，要解决美国学界中国研究的固有问
题，首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利用过往的经验来建
设理论，而不是单纯地用理论指导经验。同时，他
指出这种实践并非是完全依靠过往经验的，而是
要具有前瞻性和一定价值，需要用一定的理念来
对实践进行取舍。从近几年《近代中国》所刊载
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讨论的话题越来越体现
中国特色和社会现实，并基于实践问题进行考察
研究。

( 三) 超越中西思想的二元对立
美国以往的中国研究，二元对立的框架始终

存在于研究者的理念之内，而这种思维定式立足
于西方和中国的对立。近年来，随着与国内学界
交流的加深，黄宗智个人的理论背景其实已经越
来越脱离二元对立的框架，从而追求一种超越对
立的融合统一。他对中国现实关怀的心态由消极
转为积极: “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
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
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 ( 想而不写) 的心态; 但是，
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
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
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
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

位。”［19］61通过积极深入地研究中国现状，黄宗智
发现当代中国的经验无法从中西非此即彼的单一
元来理解，而需要从二者的结合和互动来理解。
他立足于问题意识的角度，提出: “‘现代中国’实
际上只可能是双重文化的，如今更不简单的是社
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而是既是资本主义的也是
社会主义的。要真正将西方去中心化、真正把中
国中心化，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中国的理论实
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理论建构出发……西方
VS中国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更被扩延到一
系列其他的二元: 如现代 VS 传统、工业 VS 农业、
城市 VS乡村、市场 VS 人口、市场 VS 国家、形式
理性法律 VS 实体主义法律等。一贯的是，在理
论和意识形态中追求逻辑上的同一，非此即彼地
在二元之中完全偏重单一元，常常无视经验证据
和实用实际。”［17］175－176黄宗智在自己过往的研究
领域发现，中国研究存在的多种二元对立，过往研
究中非此即彼地偏重单一元，往往使理论偏离实
际，因此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框架，肯定二元的共
存，在中国研究的问题上结合中西理论和实际。
这一观点在《近代中国》2019年刊载的《基于中国
现实的社会科学探索》中有所体现。黄宗智在该
文中对自己 50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予以回顾，重点
围绕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如何对接的问题进行了
论述。他认为，研究者在真正将中国现实与西方
理论联系起来之前，必须掌握中国现实的矛盾本
质，以中国现实为基础，建立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
的科学理论体系。他多年从事实证研究的经验，
一再印证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事实的脱节，而西方
理论往往忽视二元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共存和互
动。例如，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司法系统中，
无论是立法者、基层司法的践行者还是涉讼的普
通民众，他们都无意全盘坚守传统或全盘援用西
方法律。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他们逐步开创出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一种既包含传统中国
社会经济逻辑又包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既
渗透传统中国道德与伦理关怀又掺入西方文化思
想的混合体。其他列举的实例还包括专著《华北
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
与乡村发展》《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
表达与实践》以及论文《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
清代与民国的比较》。黄宗智在上述研究范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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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出: “学术研究就是尝试最准确地捕捉
到并理解真实世界，而不是阐述一种又一种的
理论或思想体系，而当下西方理论家们的理论
构想往往是对经验现实的片面简化、理想化，然
后用逻辑推理去固化、绝对化，进而被政治势力
和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因此，西
方理论家们的理论构想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知识
方法，而不是现实本身。研究者应该熟悉现有
理论，优先通过实证研究筛选、修改理论框架和
构想，重塑理论概念以阐明、解释经验世界。西
方国家作为曾经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既是非西
方世界所仇视憎恨的敌人，又是他们崇拜学习
的典范，这两者相互交错、不可避免的共存状
态，构成了非西方的现实世界。然而，西方社会
科学理论一般都忽视了非西方的这种双重特
征，并且通过演绎逻辑或更简单粗暴的西方中
心主义的视角，坚持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必定要
遵循西方社会模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研究方法解释不了经验现实。西方理论家们应
该将注意力转向二元对立如何在更大的现实世
界中共存、互动和重塑彼此的问题上，以便寻求
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的途径，更好地探索改善
世界的方法。”［20－21］上述反省与总结是黄宗智毕
生研究心得和探索经验的高度浓缩，体现了晚
年黄宗智不断超越经历和时代局限、探索理论
建树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 四) 中国研究的新方向
黄宗智在对过去研究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对

未来中国研究理论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观点。他
的观点建立在中西方学界各自的理论传统之上，
认为中国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
而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在这两种理论传统影响下的中国研究其实
都具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框架。“这两大理
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
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
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面前，根

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
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
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
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
( 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成为可能) ，并且同样地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
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
盟。”［19］63正是由于美国学术环境主要受这两种传
统影响，因此它们都偏重于理论，不重视经验证
据。一方面，在这样的理论传统之下，过去西方的
中国研究实际上是在应用产生于西方世界的理论
和逻辑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因此忽视了中国的实
际;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传统所根植的西方文化土
壤，对中国始终带有意识形态的审视，容易造成西
方中心主义。基于这些过去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的
缺陷，学者需要重视实际经验，从而走向超越二元
对立的理论发展的新方向，这恰恰是未来的中国
研究需要在方法上的革新。总之，由于研究领域
的变化，黄宗智在反思过去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
的中国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突破美国原有
理论传统下二元对立的框架，认识到中国社会、历
史、政治、经济等实际情况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西
方想象性的认识，中西观念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二
元的结合。

结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并非可以分

割为《近代中国》杂志的流变与黄宗智对于海外
中国学研究的推进及其个人的转型这两个问
题①，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深入
讨论，这并非笔者的写作意图。本文实际上探讨
的是黄宗智的学术理念、实践与《近代中国》的关
系，即前者如何影响了刊物的走向，反过来后者又
如何为前者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
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产物，也是西方学者对作为他
者的中国的整体审视。黄宗智给我们的启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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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黄宗智对自己毕生研究经验的总结以及方法论的反思与理论话语的提出，可以参见如下论文: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
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1期;黄宗智: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学术界》，2010年第 3期;黄宗智: 《我们要做
什么样的学术? ———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2012年第 1期;黄宗智: 《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2015年第 6 期;黄
宗智: 《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2016年第 1期;黄宗智: 《对中西方问题研究必须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理论
建设》，2016年第 1期;黄宗智: 《探寻扎根于( 中国) 实际的社会科学》，《开放时代》，2018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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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要真正从中国的论域中生成
自己的理论和学术传统，同时也有必要批判性地
借鉴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和经验。细读《近代中
国》创办 40多年来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学者
了解西方中国学学术史的流变与特征，而且在观
点和方法上可以加强中西对话，从而架设中西文
明理解与互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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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ongzhi and China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TANG Jiaman，LI Song

(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a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important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It has been keeping pace with the in-

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and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West for
more than 40 years．Huang Zongzhi，a famous scholar of Chinese origin，is the founding editor and core founder of Modern China．
His editing policy，academic idea，personalized academ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re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heme and content of
the journal，and have influenced the change of the journal's theme．In his reflection on the past China studies，he abandoned the ol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inary opposition，and pursued the new view of binary connection and binary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which pointed ou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future Chi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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